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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感的影响效果* 

杨  付  刘  清 

(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成都 611130) 

摘  要  使命感(calling)作为一个前沿主题, 近年来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根据 PRISMA 申明推荐

的文献搜索流程, 保留国内外使命感的影响效果相关文献, 对这些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和分析, 总结出使命感

影响效果的三种变量类型：职业心理与状态、职业技能与能力以及职业过程与产出。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探索

使命感消极影响, 关注双刃剑效应; 分析使命感文化差异, 探讨跨文化比较效应; 构建使命感团队模型, 延伸

研究层次; 追踪使命感变化, 构建动态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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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使命感(calling)起源于一种宗教情境 , 描述

了一个上帝号召人们去做与他们的天资和生活环

境相匹配的工作过程(Luther, 1883)。在职业环境

中, 使命感是一个新兴的概念, 在 2007 年后关于

使命感的实证研究才刚刚起步, 随着人们对人生

意义的重视和自我实现行为的追寻, 这一转折点

后使命感在心理学及相关分支学科中产生了大量

研究成果(Duffy & Dik, 2013), 受到职业心理学界

和管理学界的重视。使命感作为一种超越自我的

超然召唤, 通过一种以展示或获得目的感或意义

感为导向的方式来接近一个特定的生活角色, 这

种方式将以他人为导向的价值观和目标作为动力

的主要来源(Dik & Duffy, 2009)。此次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行动中 ,  医务人员们舍生忘死的“逆行”, 

正是使命感在实践中的强大体现。现有学者对使

命感进行了深入研究, 发现其对组织和个体发展

具有积极的作用(朱晓妹 等, 2019)。使命感能够

增强个体对于多变职业环境的适应能力(Duffy & 

Blustein, 2005; Praskova et al., 2014)和自身职业决

定自我效能感(Douglass & Duffy, 2015), 进而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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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更高的职业期望(Domene, 2012; Kaminsky & 

Behrend, 2015)。作为一种主观的心理感受, 使命

感能够提高个体的职业成熟度和幸福感(Hirschi 

& Herrmann, 2013), 促进个体工作和生活满意度

(Duffy & Sedlacek, 2010; Lee et al., 2020)。同时, 

使命感会增强个体对组织的依附(Cardador et al., 

2011), 改进情境绩效(Rawat & Nadavulakere, 

2015)和激发组织公民行为(Xie et al., 2017)。 

使命感逐渐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 

国内外零星开始对使命感进行系统性梳理、分析

和总结 , 并指明了未来研究的具体方向。例如 , 

Duffy 和 Dik (2013)以及谢宝国等人(2016)均对使

命感研究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值得强调的是, 本

文与这些研究存在明显差异。具体而言, 首先, 研

究时间范围存在差异。Duffy 和 Dik 主要评述了

2013 年以前的研究成果, 谢宝国等人着重于 2016

年前的研究成果, 而本文在此基础上将使命感相

关文献范围延伸扩展至 2019 年(2016~2019 年文

献占比为 43.33%)。其次, 研究导向存在差异。从

使命感的影响效果分析来看, 这两篇综述文献均

从具体变量入手, 对使命感相关研究的系列成果

进行系统梳理和分析 , 而本文紧密围绕“使命感

能够带来什么影响效果”这一问题导向来进行深

入探讨。最后, 研究内容存在差异。Duffy 和 Dik

总结了使命感对职业成熟度(career maturity)、工

作产出、领域满意(domain satisfaction)和幸福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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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具有积极影响, 提出未来使命感研究应聚焦

的发展方向, 例如纵向研究、理论模型构建和人

群多元化等。谢宝国等人主要梳理使命感的概念

和测量, 聚焦于使命感对主观幸福感和工作态度

以及行为的正向作用。与之相比, 本文首先按照

PRISMA (preferred reporting items for systematic 

reviews and meta-analyses)申明推荐的文献检索流

程, 依次通过识别(Identification)、筛选(Screening)、

合格(Eligibility)和保留(Included)等步骤对国内外

使命感相关文献进行检索和梳理 , 然后使用

VOSviewer 软件对保留的 57 篇与使命感影响效果

相关的中英文文献进行导入和分析, 获得两个结

果视图, 即标签视图和密度视图, 最后对使命感

影响效果按照三种变量类型进行分析和总结, 并

在此基础上提出具体的研究展望。 

本研究将采用 PRISMA 申明推荐的文献检索

方法, 通过系统梳理国内外使命感研究的相关文

献, 主要探讨使命感的影响效果, 将这些影响效

果划分为职业心理与状态、职业技能与能力以及

职业过程与产出等三个类型, 进一步深入分析“使

命感能够带来什么影响效果”这一具体问题, 以期

为使命感的未来研究提供发展方向和重要启示。 

2  文献检索与筛选 

为保证文献搜索过程的系统性和文献保留的

全面性 , 根据经典文献推荐的 PRISMA 申明

(Moher et al., 2010)对文献进行检索与筛选。 

2.1  识别(Identification) 

文献检索仅限于中英文 , 发表时间范围为

2005 年到 2019 年间的文章, 选取 2005 年为起点

年限原因在于 Hall 和 Chandler (2005)建立了第一

个以使命感为核心的模型——职业成功使命感模

型, 使命感研究逐渐进入了学者们的视线, 随后

使命感得到了理论界的广泛探讨。中文检索主要

基于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和维普中文科技期刊

数据库, 以“使命感”、“感召”、“召唤”和“号召”为

检索词, 分别针对篇名、关键词或摘要进行搜索; 

英文检索主要基于 Web of Science、ProQuest 和

EBSCO/host, 以“calling”为检索词。需要说明的是, 

为了准确回顾具有更高影响力的心理学和管理学

期刊文献, 同时, 根据 Gardner 等(2011)在内容分

析法中的观点, 由于会议论文和学位论文相对缺

少同行审查(peer review process)和互动修改过程, 

可能缺少坚实的理论依据和经验方法, 建议剔除, 

因此, 中文文献仅筛选发表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

索引(CSSCI)和北大核心期刊中包含的心理学和

管理学期刊上的文献, 并在检索文献时将中英文

会议论文和学位论文排除。由于以上英文数据库

检索方式存在差异, 在实际检索过程中, Web of 

Science 主要针对主题检索(主题检索选项包括“标

题、摘要、作者与关键词”信息), ProQuest 主要针

对所有主题和索引、文档标题或摘要检索 , 而

EBSCO 主要针对标题、摘要或关键词检索。上述

初步检索 (initial search) 共获得英文文献合计

13034 篇(Web of Science 合计 6451 篇; EBSCO/host

合计 2037 篇; ProQuest 合计 4546 篇), 中文文献合

计 16522 篇(知网合计 8119 篇; 维普合计 2188 篇; 

万方合计 6215 篇)。 

2.2  筛选(Screening) 

针对初步检索所得文献, 剔除中英文数据库

间的重复文献。英文文献以 EBSCO/host 为标准, 

剔除 ProQuest 和 Web of Science 中的重复文献合

计 1036 篇, 剩余英文文献合计 11998 篇; 同时, 

中文文献以中国知网为标准, 剔除维普中文科技

期刊数据库和万方数据库中的重复文献合计 2724

篇, 剩余中文文献合计 13798 篇。 

2.3  合格(Eligibility) 

本研究保留以使命感为核心的心理学和管理

学领域中英文文献, 剔除生物学、生物化学、社

会学、医学以及通讯等领域在内的其它领域文献, 

包括英文文献合计 11892 篇和中文文献合计

13779篇, 剩余英文文献合计 106篇和中文文献合

计 19 篇。 

2.4  保留(Included) 

阅读全文后, 剔除与使命感无关的文献, 包

括英文文献合计 3 篇和中文文献合计 2 篇, 保留

英文文献合计 103 篇和中文文献合计 17 篇。本文

主要围绕使命感能够带来什么影响效果这一问题

展开分析, 为保证研究问题与内容的一致性, 在

120 篇文献中删除 63 篇与使命感影响效果无关的

文献, 最终获得有效文献合计 57 篇。其中中文文

献合计 8 篇, 英文文献合计 49 篇。上述文献系统

检索流程如图 1 所示。 

3  文献可视化分析 

将与使命感影响效果相关的 57 篇中英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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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导入 VOSviewer 进行可视化分析, 最终获得两

个结果视图 , 分别为标签视图(图 2)和密度视图

(图 3)。 

由标签视图可看出, 使命感影响效果相关文

献的关键词条目主要分为 4 个群组。第一个群组

包含了 9 个条目, 其中“使命感”出现次数最多 , 

链接强度最大, 该群组关键词条目主要涉及两个

类别的变量：一是包含工作绩效和工作满意度等

与职业内职业过程与产出相关的变量; 二是包含

意义感和组织及职业承诺等与职业心理与状态相

关的变量。第二个群组包含了 9 个条目, 这些关

键词条目涉及了两个类别的变量, 除了包含产出

期望和职业满意度等与职业内职业过程与产出相

关的变量外, 还包含了自我效能感在内的与职业

技能与能力相关的变量。第三个群组包含了 5 个

条目, 主要聚焦于使命感对包括人生意义和生活 
 

 
 

图 1  文献系统检索流程 
注：截止日期为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图 2  标签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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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密度视图 

 
满意度等与职业外职业过程与产出相关变量的影

响研究。最后一个群组仅包含了 3 个条目, 但主

题较为分散, “动机”与“工作参与”的出现次数和

链接强度接近, 可依次归类到职业心理与状态、

与职业内职业过程与产出相关的变量类型。通过

对标签视图中 4 个群组的关键词条目分析和整理

所得, 使命感影响效果包括三个类型：职业心理

与状态、职业过程与产出以及职业技能与能力。

同时, 对密度视图进行分析, 图中每个点的颜色

指示了该点处项目的密度, 颜色范围从蓝色到绿

色再到黄色。一个点附近的项目数量越多, 相邻

项目的权重越高, 该点颜色越接近黄色。在密度视

图中可以发现, “使命感”这一条目的密度很大, 而

其影响效果各条目的密度相对而言较低, 表示使命

感在与其影响效果的相关研究中占据核心地位。 

4  影响效果 

使命感影响效果的理论模型主要包括职业成

功使命感模型(a calling model of career success; 

Hall & Chandler, 2005)和工作使命感模型(work as 

a calling model; Duffy et al., 2018)。职业成功使命

感模型指出, 使命感能够强化个体的职业能力和

提 升 个 体 积 极 的 职 业 心 理 (Hall & Chandler, 

2005)。同时, 工作使命感模型认为, 实现使命感

能够为个体带来积极的职业产出 (Duffy et al., 

2018)。根据这两种理论模型, 使命感影响效果可

划分为职业心理、职业能力和职业产出。这三种

变量类型的划分与文献可视化分析结果中的标签

视图相一致, 具体而言, 标签视图中组织承诺、职

业承诺和意义感等与职业心理与状态相关的条目

对应着积极的职业心理; 自我效能感和受雇能力

等与职业技能与能力相关的条目对应着职业能力; 

工作绩效、工作满意度和产出期望等与职业过程

与产出相关的条目则对应着职业产出。因此, 根

据上述两种以使命感为中心的理论模型, 结合文

献可视化结果, 我们将使命感影响效果划分为三

种类型：职业心理与状态、职业过程与产出以及

职业技能与能力。 

4.1  职业心理与状态 

使命感能够为个体带来积极的职业心理与状

态。具体而言, 基于外部环境的视角, 高使命感的

个体拥有更明确的目标, 他们会打破壁垒进入社

会环境 , 将组织作为一种工具以实现职业目标

(Fitzsimons & Shah, 2008), 从而提升自己的工作

满意度(Duffy, Bott, et al., 2012; Hagmaier & Abele, 

2012; Xie et al., 2017)。在这一过程中, 组织工具

性(organizational instrumentality)对高使命感的个

体产生强大的吸引力 , 进而提升其组织认同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和 降 低 离 职 倾 向

(Cardador et al., 2011; Vianello et al., 2019)。此外, 

基于内在动机的视角, 高使命感的个体能够获得

积极的职业心理与状态。个体有三种基本的心理

需求：能力、关系和自主, 满足这些需求有助于

个体发挥最佳状态(Deci & Ryan, 2000)。实现使命

感的个体在工作中满足其自主需求, 有助于提升

幸福感(Conway et al., 2015)和激发在工作中的愉

悦感和意义感(Berg et al., 2010)。因此, 与没有或

拥有低使命感的个体相比, 高使命感的个体会增

强其组织承诺(Kim et al., 2018; 赵小云 , 王静 , 

2016)、职业承诺(Duffy, Dik, & Steger, 2011; Duf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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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2018; Gazica & Spector, 2015; 韩雪, 厉杰, 

2018; 裴宇晶, 赵曙明, 2015; Sawhney et al., 2019)

和留职倾向(Presbitero & Teng-Calleja, 2019)。最

后 , 高使命感的个体能够更适应职业环境 (Xie 

et al., 2016), 并善于与同事进行知识分享, 进而

获得高职业满意度(Lee, 2016)。 

4.2  职业技能与能力 

使命感能够帮助个体提升职业技能与能力。

第一, 使命感通过职业适应能力, 不仅可以增强

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Duffy, Allan, & Dik, 2011; 

Douglass & Duffy, 2015), 还可以提升包括人际网

络(net-working)、自我展示(self-profiling)和工作探

索(work exploration)等职业能力(Dumulescu et al., 

2015)。第二, 使命感会促进个体积极提前地参与

目标设定过程(Duffy et al., 2015; Hall & Chandler, 

2005), 即前 摄职业 发展 (proactiv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PD), 从而帮助他们拥有更清晰的

职业认知(Lysova et al., 2018)和求职清晰度(叶宝

娟  等 , 2017), 进而提升其感知到的可就业能力

(叶宝娟 等, 2017)和受雇能力(Lysova et al., 2018; 

Praskova et al., 2015a)。第三, 使命感通过激发个

体在职业发展过程中的心理参与来关注和聚焦自

己的职业目标(Hall & Chandler, 2005), 从而驱动

个体在职业发展过程中的自我管理与自我发展行

为(韩雪, 厉杰, 2018)。此外, 使命感作为一种学

习经验(Domene, 2012), 而学习经验有助于促进

职业自我效能感(陈鸿飞 等, 2016), 因而它能够

对个体的职业自我效能感产生积极影响(陈鸿飞 

等, 2016; Dobrow & Tosti-Kharas, 2012; Domene, 

2012; Kaminsky & Behrend, 2015)。最后, 高使命

感的个体还会自主地提升自己的能力, 不断探索

和学习 , 参与到与上级和同事间的知识分享中 , 

通过不断的知识学习−反馈这一循环来获得新的

技能(Lee, 2016)。 

4.3  职业过程与产出 

使命感对职业过程与产出的影响效果主要包

括 6 个方面。第一, 利他主义(altruism)和亲社会

动机是它的典型特征(Duffy, Foley, et al., 2012; 

Zhang et al., 2015), 拥有使命感的个体更倾向于

为组织做出牺牲, 从而表现出建言行为(张跃 等, 

2018)和组织公民行为(Xie et al., 2017)。第二, 使

命感能够为个体提供一种个人存在意义的确定性, 

这种确定性能够帮助个体在职业选择时做出明确

决策(Chongruksa et al., 2015), 提升其对于职业决

策制定的信念和信心 (Douglass & Duffy, 2015), 

抑制个体在制定职业策略时犹豫不决的行为

(Duffy & Sedlacek, 2007)和实现主观职业成功

(Chen et al., 2018)。第三, 高使命感的个体更能适

应多变的职业环境 (Guo et al., 2014; Hall & 

Chandler, 2005), 他们会发自内心享受工作, 从而

在工作中表现出高程度的工作参与和工作投入

(Hirschi, 2012; Gazica & Spector, 2015; Xie et al., 

2016; 顾江洪 等, 2018)。第四, 利用组织工具性, 

高使命感的个体能够实现其职业目标, 进而提升

自己的工作绩效(赵小云, 王静, 2016)。第五, 使

命感通过提升个体在职业过程中的自信程度

(Dobrow & Heller, 2014; Domene, 2012; Kaminsky & 

Behrend, 2015), 为他们带来更高的职业产出期望

(Domene, 2012; Kaminsky & Behrend, 2015), 并促

使其表现出积极的求职行为 (叶宝娟  等 , 2016), 

同时对学业投入的提升也有重要价值(陈鸿飞 等, 

2016)。第六, 使命感不仅能够对个体职业内效果

产生积极影响, 还能够带来个体职业外的积极产

出。人生目的是使命感的核心特征之一(Coulson 

et al., 2012), 拥有使命感的个体能够感知到其存

在的人生意义(Duffy, Manuel, et al., 2011; Duffy 

et al., 2016; Duffy et al., 2017), 从而提高其生活

满意度 (Allan et al., 2015; Duffy et al., 2017; 

Praskova et al., 2015b; 张春雨 等, 2013)。同时, 使

命感还能够通过改善个体在工作中的良性状态来

对其生活满意度产生积极影响(Allan et al., 2015)。 

我们根据上述三种类型变量构建了一个使命

感影响效果实证研究的整合模型, 如图 4 所示。 

5  局限与展望 

5.1  探索使命感消极影响, 关注双刃剑效应 

现存使命感研究大都表明使命感具有积极作

用, 却尚未探讨其潜在的消极影响, 而分析使命

感潜在的负面效应有利于为它的作用机制提供更

加全面和辩证的解释, 进而揭示其负面效应带来

的潜在成本。因此, 未来研究有必要分析使命感

潜在的 “阴暗面 ”。首先 ,  基于反馈干预理论

(feedback intervention theory, FIT; Kluger & Denisi, 

1 9 9 6 ) ,  可以引入反馈自我效能感 ( f e e d b a c k 

self-efficacy), 即“一种感知到的对于反馈做出适

当解释和回应的能力” (Linderbaum & Levy,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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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使命感影响效果实证研究的整合模型 

 

p. 1378), 来解释使命感的负面效应。毋庸置疑, 

当高使命感个体拥有高反馈自我效能感时, 他们

会表现出更积极的职业行为, 因为他们能够针对

反馈做出合理解释 , 采取有效方法来解决问题 , 

从而提升工作表现。反之, 当高使命感个体拥有

低反馈自我效能感时, 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 其

原因可能在于 , 基于社会认知职业理论 (Lent 

et al., 2003), 高使命感的个体会拥有高的自我效

能感和产出期待, 进而获得高的工作满意度和工

作投入。然而, 当高使命感个体拥有低反馈自我

效能感时, 无法适当而有效地对反馈做出解释回

应并采取适当行动去缩小当前绩效与期望目标间

的差距, 这种“无力感”使得使命感对自我效能感

和产出期待的促进作用可能受到抑制, 甚至可能

呈现出反向关系, 进而降低个体的工作满意感和

工作参与。其次, 使命感的确能为个体带来明确

的目标和强烈的动机, 促使他们将组织作为工具

来实现目标。基于资源保存理论(conservation of 

resource theory, COR; Hobfoll, 1989), 在低质量的

领导成员交换关系中, 个体处于“圈外人”的角色, 

他们无法获得资源和情感的支持, 这可能导致个

人目标和价值无法实现, 从而促使他们的工作满

意度和参与感降低, 甚至产生高的离职倾向。此

外, 使命感的确能够通过提升个体的工作活力来

降低其情绪衰竭和倦怠程度。然而, 从资源保存

理论的视角来看, 个体占用的资源总量是一定的

(Hobfoll, 1989)。高使命感个体大量的工作投入会

导致资源分配失调, 家庭可占用资源减少, 从而

可能诱发工作-家庭冲突(work-family conflict)。这

一冲突可能会增加他们的工作和心理压力, 最终

表现出高情绪衰竭和工作倦怠。因此, 未来研究

应深入探索使命感的双刃剑效应, 全面系统了解

其积极面和消极面的边界条件和作用机制, 以采

取措施避免使命感带来的潜在损失。 

5.2  分析使命感文化差异, 探讨跨文化比较效应 

使命感的研究起源于西方文化背景, 但其在

中国组织情境中的探究还比较有限。首先, 古典

主义认为, 使命感起源于宗教, 来源于上帝或更

高的存在(Weiss et al., 2003), 个体受到上帝的号

召, 通过采取对公众有利的善行以达到个人救世

的目的(Ponton et al., 2014)。然而, 中国传统的道

家思想强调“顺其自然”, 认为真实的人性是自足

的、不喜干涉的, 人要以一种不为外在名利引诱

也不为内在思虑控制的无为的方式生活。在这样

一种“大道无为”的文化背景中, 使命感的存在和

实现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其次, 使命感强调个

人意义的获得和目标的实现, 是一种以个人为中

心的主观感受, 这与西方文化注重的个人主义相

一致。然而, 在中国组织情境所强调的集体主义

背景下, 使命感是否依然适用呢？基于目标促进

理论, 拥有使命感的个体会利用组织工具性去实

现目标(Fitzsimons & Shah, 2008), 但个人目标与

组织目标不一定是一致的 , 委托−代理问题就是

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中国组织情境下, 个人利益

的重要性低于集体利益, 当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

产生分歧而不得不被舍弃时, 使命感对个体产生

的积极影响是否会受到抑制, 甚至消失？这是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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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思考的。最后, 西方学者已经开发出适应西方

文化背景的使命感测量工具, 然而 , 这些工具在

韩国和印度具有很大程度的不适用性 (Autin 

et al., 2017; Kim et al., 2017), 因为不同文化背景

下的个体对于条目的理解可能存在差异 , 这也

意味着现存的使命感量表在中国的应用可能无

法完全移植。因此, 开发出适应中国组织情境和

文化背景的使命感测量工具是值得未来研究探

讨的。 

5.3  构建使命感团队模型, 延伸研究层次 

现存的使命感研究均是在个体层次进行, 学

者们将使命感与个体的职业生涯紧密相连, 但使

命感在团队层次的研究尚且为一个盲区。未来研

究可从团队亲社会动机(Hu & Liden, 2015)的视角

和社会信息加工理论(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 Salancik & Pfeffer, 1978)入手, 探究使命

感的团队层次模型。一方面, 根据目标促进理论

(Fitzsimons & Shah, 2008), 拥有使命感的领导具

有明确的团队目标和方向。类似的, 基于社会信

息加工理论(Salancik & Pfeffer, 1978), 领导者为

团队目标付出的努力和行动能够通过组织环境来

影响下属, 使得团队其他成员从领导者的“榜样”

角色中获得信息来塑造自身的态度和行为, 从而

树立明确的与团队相关的目标并采取积极的职业

行为去完成团队任务和实现团队目标。在这一过

程中, 团队领导和成员对于团队共同目标的明晰

和努力能够使得整个团队获得价值和意义感, 从

而产生团队层面的使命感。另一方面, 使命感是

追求亲社会意图的行动过程 (Elangovan et al., 

2010), 将以他人为导向的价值观和目标作为动力

的主要来源(Dik & Duffy, 2009)。基于社会信息加

工理论, 当团队中存在拥有使命感的个体, 他们

的亲社会动机会使其表现出高组织公民行为和情

境绩效(Rawat & Nadavulakere, 2015; Xie et al., 

2017)来影响组织中的其他成员。这些成员会从他

们的“榜样”行为中获得相关信息来形成自身的感

知和态度, 从而产生相应的个体亲社会动机。不

同个体成员对于其团队亲社会动机的理解会聚合

并形成一个团队层次的共享的集体信念, 这在多

层次文化中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 (Klein & 

Kozlowski, 2000)。当团队的整体或大多数成员表

现出亲社会动机和利他导向的价值观, 整个团队

可能会形成团队层面的使命感。 

5.4  追踪使命感变化, 构建动态模型 

使命感作为个体的一种主观感知, 是一个持

续且变化的过程(Hall & Chandler, 2005; Praskova 

et al., 2015a), 但现有研究却未曾对它的动态变化

进行相应探讨。从概念本身来看, 使命感是一种

个人想做的、应该做的和实际做的事情意识的融

合 , 目标是构成使命感的一个重要特征 (Dik & 

Duffy, 2009; Hall & Chandler, 2005)。然而, 个人

的目标会因情境差异而产生动态变化(Schilpzand 

et al., 2018), 导致使命感随目标设定的变化而表

现出相应的动态性。正如职业成功使命感模型

(Hall & Chandler, 2005)指出, 使命感与包含目标

等在内的因素存在循环影响关系, 随着个人目标

设定的高度发生动态变化, 使命感强度也会随之

改变。因此, 未来研究有必要对使命感动态性进

行探索。尽管现有研究分析了使命感的影响效果, 

却只采用了静态的研究方法, 只是隐含性地假设

了使命感的存在与否, 以及对其影响效果作用强

度的高低, 却忽略了使命感本身内部的变化。事

实上, 使命感是一个心理构念, 势必会因个体心

理和情绪变化而产生波动。由于使命感的发展是

一个持续的过程, 其内部波动也会相应表现出连

续性。因此, 可以将研究使命感变化的时间节点

设定为“每天”, 构建每日使命感(daily calling)来

探索使命感连续的动态变化。鉴于此, 可采用日

志研究法作为分析工具, 以每天为单位对使命感

进行深入分析, 探索每日使命感对其影响效果带

来的每日变化。该方法目的在于打破以往研究中

时间尺度长的局限性, 消除使命感只在一段长时

间内变化的固有观念。例如, 每日使命感的变化

可能会带来个体每日工作投入的改变：每日使命

感会提升个体的参与感和当日工作投入, 但当每

日使命感降低, 则会减少个体当日的工作投入。

每日使命感的动态变化可能会导致个体职业行为

和态度的每日变化 , 因此 , 采用日志研究法 , 追

踪每日使命感变化, 构建动态模型, 是未来研究

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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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equences of calling 

YANG Fu, LIU Qing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1130, China) 

Abstract: As a frontier topic, calling has received extensive attention from scholars and practitioners in 

recent years. According to the flow of information through the different phases of a systematic review 

recommended by PRISMA statement, full text articles related to the consequences of calling are included in 

quantitative synthesis. We summarized three types of variables about the consequences of calling, including 

career psychology and states, career skills and capabilities, as well as career processes and outcomes. Future 

research should explore the potential negative impact of calling and focus on its double-edged sword effect, 

analyze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of calling and discuss its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s, develop a team model 

of calling and extend the research level, as well as track the variations of calling and build a dynamic model. 

Key words: career, calling, consequences, PRISMA statement 


